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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失败者——论《水浒传》宋江命运的本因与意义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水浒传》成书以来，论者雍川塞堵，论著汗牛充栋。仁智互见，颇有颖达之语。但作为一介布衣，读《水浒传》除了娱乐之外，从中汲取一些生存的技能和经验，都是最实惠和最有意义的。所以以下就从主导《水浒传》群雄的命运和争议最大的人物宋江入手，分析一下他的利弊得失，以为前车之鉴。

由挣扎到打拼-----被迎成功
“乱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从这些内容来看，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虽然有宋一代农民风起云涌，平而多疑，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一些顺民。宋江为什么会走上梁山，得从小说所表现的原因说起。因为历史书上除了“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降之。” [1]了了数语，别无记载。又因为探讨这一文学形象的过程，只能从人物在作品中的自身成长为基础，所以只能从小说中找答案。事物的发展取决于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而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是内因像“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缧絏之危”。[2]之类的外因，只能推动事物发展，加快或减缓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分析宋江上梁山，先从内因作起：

1、出身：“财产和权利分配的不平等是等级制和世袭制的两大根源，因此，所谓出身，对竞争者来说，就是祖辈权利的大小和占有财产的多少。祖辈官越高权越大，占有的财产越多，其后代作为竞争者就越具有与他人竞争的优越条件，反之则会对后代造成一种极为不利的条件”。[3]宋江出身地主家庭，小时是少爷，大了进县上当差，应该是宋代封建体制的受益者，这就决定了他性格的三个特征：一是家里有钱，所以才能仗义疏财，获得“及时雨”的名头；二是自小条件优越的，所以才有可能结交一批酒肉朋友，而这些人中不乏江湖豪客。比如宋江见武松、李逵、戴京，都是先取纹银十两，以钱开道，没有傲富的家底，这是不可能的；三是从骨子里拥护这种给自己带来切身好处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具像在特定的环境中，就是皇帝。不像李逵，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所以动不动就要“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想彻底打碎这种制度。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在走上梁山的过程中，始终不愿意与旧体制决裂，而是挣扎着要与旧制度结合，作为一个顺民，回归到旧体制中去。

2、教育：在封建教育的体制下，学生学到的只能是忠孝节义，不论是《四书》、《五经》这样的正规法定教材，还是稷官野史这些封建文人炮制出的这些东西，都充斥着这种说教，而身为小吏之官，根据不成文的法度，还得教化百姓，劝善一方，所以忠孝节义的思想深入读书人的骨髓，宋江自不待言。这也正形成了宋江人格的三种倾向：一是以孝闻名，江湖人送外号“孝义黑三郎”，而且宋江杀了人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逃再因闻知父亲死亡回家奔丧而被捕，后因听父亲之命自愿配流江州以至于反上梁上，孝与他相始终；二是宋江以“替天行道”的大义与“兄弟如手足”的小义得以啸聚山林，并以此为个人魅力的根本成为梁山的首领，继而把整个梁山的事业与他个人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三是忠，宋江心胸宽大，仗义疏财广交豪杰，由此可见其志不在小，但却只能身为小吏，除了朝廷黑暗之外，自己的学问还做得不够扎实，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暗潜在心底的“凌云”之志。自古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他想尽忠“博得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但朝廷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于是只有“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一险招。人生如博弈，更如经商，要投资，也要担风险，于是他反了，但反的前提是将来一定要与被反的人合作，只所以要反，是因为对方所付的筹码不能满足自身的要求。“世界上只有一种活动，可以有效地影响别人，就是发现他的需求并引起他的获得” [4]中国的传统教育要求每个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不给每个人平天下的机会，于是就有了宋江这样的社会怪胎。

    3、职业：宋江既不是晁盖式的职业大哥，也不是李逵式的社会闲人，更不是有心无胆因人成事的教书先生无用（吴用），而是一个才能出众的公务员，这种职业特征决定了他的行为，处事的三个特征：一是受到了官场玩弄权术的熏陶和锻炼，所以当他与一伙草莽英雄为伍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的成为老大，并把那帮混混轻而易举的玩弄于股掌之中。二是最容易看到社会上的阴暗面，腐败对他的高尚情操的刺激和卑劣的引诱，足以诱使他走上反叛的道路，而在反叛的道路上仍眷顾与腐败带来的对个人而言的种种不劳而获的好处。三是在帮助主官协调词讼刑狱的时候，有机会与那帮杀人越货，游手好闲，土豪劣绅接触，而在包揽词讼的时候，有机会有恩于那帮人，形成了自己行走江湖，安身立命的人脉资源。

综上所述，出身决定奋斗的起点，教育决定奋斗的方向，职业培养奋斗的性格和采取的方式。“从人格美感上来说，侠士至绿林草莽更崇高一种勇武豪壮的阳刚之气……《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便是一群这样的男儿”。[5]就是这样一群人，却偏偏死心塌地，心服口服的推荐一个“出身小吏，身材黑矮，胸无安邦之策，手无缚鸡之力” [6]的宋江作为他们的头领，从宋江的挣扎着要回主流社会到他自动打拼着要成为山大王经历，我们不能不得出以下两点教训：

1、人脉资源大于固定资产。在梁山起义军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要么得到过宋江的资助，要么听过他“及时雨”的英名，所以听说要随他起义，莫不群情激昂，死心塌地。如果不是宋江仗义疏财，他不外乎第二个黄文炳。只有把资产化为人脉，人脉将会带来更大的创造财富的机会。

2、相时而动胜过优势资源。宋江因私放晁盖而杀 阎婆惜以至于流为囚犯，有过多次上梁山的机会，不论是刘唐、吴用，还是晁盖多次邀请他上山，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此时上山他是梁山的恩人，无论如何都比当囚犯强，但宋江并为上山，因为此时上山，以他的才能，声望，人脉，做个第二把手还要加紧尾巴，不然王伦是他的榜样。他并未被这种优势资源所迷惑，而是先推荐王英、花荣、郑天寿等一班人上山，再是纠集了戴宗、李逵、张舜、李俊、童氏兄弟以及王定方等江州帮一批人，在个人势力远远大于晁盖等梁山旧势力之时才上了梁山。林冲、吴用、杜迁、宋万、朱贵这些墙头草之流，晁盖是靠不住的。所以上梁山后宋江虽是二把手，但树“替天行道”大旗的文治与三打祝家庄、两打高堂州、三山聚义打青州的武功，这些梁山创业史上的重大决策皆出于宋江之手，并且在这些过程中招降纳叛，广树党羽，大搞个人崇拜，宣传忠义思想。当晁盖发现自己只能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时坐上席之外无事可干的危机的时候，坚决要求带兵踏平曾头市以证明自己的领袖能力。/但宋江并未配给他一个合理的战争班子，晁盖只带了林冲去了，果然一战结束，武艺绝伦的林冲带着保护大哥不力的阴影护送濒临咽气的晁盖回去了。此时的晁盖心里比谁都清楚，立下“谁捉住史文恭谁为山寨之王”的遗嘱，愤愤不平的死去了。史文恭文武双全，梁山谁都有可能抓住史文恭，就宋江没有可能，于是宋江又弄出个枪棒天下第一的卢俊义，让他捉住了史文恭，再以晁盖的遗嘱立他为山寨之主。卢俊义看到一群宋江的铁党对他注目无语，扑通一声跪在了宋江的面前，宁死不受，于是宋江受众人之请理所当然的稳坐了头把交椅。由此看出，优势资源带来的不一定是财富，而抓住机遇，瞅中机会才有可能成就事业。

由领袖到下属-----自愿失败
“《水浒传》惊险宏伟的场面是以一百零八名好汉充沛的精力来展现的。他们不受委屈，不容曲折，但凭一股澎湃的生命力纵横草莽，的确带给拳拳拘禁的匹夫匹妇以震撼心灵的魅力。如果社会法规又已完全失去公理正文，那么水浒好汉所鼓荡的素朴信念，乃更具痛快淋漓的风姿，宛如为乱世儿女树起精神上抗议的旗帜” [7]正是这样一群人，被宋江带着由流落江湖到啸聚山林，由打家劫舍到天下震动，由生龙活虎到星落云散，乃至于死无葬身之地，归根结底是由于宋江的招安路线。他当众一提出这条总路线，“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 [8]但宋江此时不但与朝廷早已暗送秋波，连梁山上的投降派加上可以争取的骑墙派，也已占据了绝对优势，最终，后人把梁山事业由巅峰走上覆灭归罪于宋江一人。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至七五年全民评《水浒》，站在农民起义的角度解读宋江时他已经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更不论历朝历代把此书列为“海盗”之书，把宋江列为“儒林官场”的败类。但梁山的覆灭命运又是不可避免的。岂能独归罪于宋江？原因有四：

1、艺术与真实有冲突，不得不降。《水浒》与《三国演义》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水浒》却是一分史实，九分虚构。关于宋江的史实经史学界考证，唯有《宋史·徽宗本纪》与“宋江寇东京，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自赎”；[9] “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10]几则记载，作者经过自己的生花妙笔已经陈出了洋洋百万言，再不投降，按书中形势发展下去，必要改朝换代，岂不谎话连篇，贻笑大方了吗？所以，宋江的投降是历史的必然，而非艺术形象的龌龊。实际上作者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只有隐笔在前，毋庸置疑。

2、个性的发展与事业前景与冲突，不得不降。宋江的个性从一开始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读书不成，又成为“包揽词讼”的小吏，失手杀死了阎婆惜，自投罗网成了配军，不具备开疆拓土、改朝换代的魄力睥睨群雄，横扫六合的霸气，这种谨小慎微，犹柔寡断的个性，与蒸蒸日上，战无不克，兵强马壮，人才济济的梁山集团的事业不相符，但梁山又不可能产生另一个能在位网上取代宋江的领袖，于是只有走上招安一途。

3、艺术人物与作者的局限有冲突，不得不降。宋江的形象毋庸置疑是发展，塑造的最成功的，比《三国》中刘备的平面形象要立体的多。“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用极近人之笔，写极骇人之事”。[11]但作为主导梁山形势的人物的宋江，又出身于读书人，与作者这种倍受封建礼教培训出做才子有同源之宜。所以忠君思想受其限制。中国这个重史传文化的国度，历来反奸臣不反皇帝，不忠谋逆乃十恶不赦之德的影响颇深，用鲁迅的话来说只祈求上天能有一个清明的君主，刘邦、项羽之流的“取而代之”的想法是现实所不容的，所以作者只有以宋江建立一个“大称分金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人人平等，以才能排座次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为自己的最高寄托，最终还是让宋江完成了由“聚义厅”聚一群杀人放火的草莽英雄到“忠义堂”聚一群辅国安邦的忠臣孝子的转变，最后以招安草草了事。金圣叹惋惜三余，把《水浒》腰斩成了七十一回，是不无原因的。

4、大团圆与悲剧精神有冲突，不得不降。中华文化的圜道思想观，〈见刘长林著《中国圜道思想观》〉决定了中国人的大团圆梦想和文学创作中的大团圆结合。像《窦娥冤》这部堪与世界上任何伟大悲剧名著比肩的作品，也加上了一个平反昭雪的狗尾巴，所以当西方人自豪的从艾斯库罗斯谈起的时候，笑话中国人没有悲剧精神，既不会创造，也不会欣赏由悲剧所产生的悲壮乃至上升到崇高的美。实际上，中国的四大名著，有力的反驳了这一论调。《红楼梦》中的天作之合却变成了一个惨死一个出家的结局；《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的勇智绝伦的英雄都“壮志为筹身先死”；《西游记》中虽然成佛，但人格特征的丧失，孙悟空、猪八戒这些动人的形象都变成了唐僧般的面目，这些就很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当时代与文学创作发展到了《水浒》的时候，各种条件业已具备，作者自然而然的完成了这一悲剧创作的伟大历史使命。把梁山这个曾经如日中天的英雄剧场变成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凄凉场景，使中国艺术创作得到了自然的升华，而宋江的形象充当了这一主要角色。

通过宋江由挣扎到打拼的被逼成功，由领袖到下属的自愿失败，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热腾腾的人肉奋斗史。其中有社会大势所趋的成份，也有艺术人物自身的命运宿数，但作为艺术，无疑是成功的光辉典范。“只有当艺术作品具有这两种联系-----同艺术家的联系，以及至少在潜能上与欣赏者的联系-----才使艺术家的产品成为艺术作品。” [12]今天，我们读《水浒》，不但要理解古人，更要从内涵上更广泛的与作品产生联系，从中汲取营养，这样的人是成功的读书人，这样的作品是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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